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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质炭在碳封存和土壤改良等方面的应用潜力取决于其在土壤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明确生物

质炭在土壤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是推进生物质炭在土壤固碳、改良等领域应用的关键．基于生物质炭在土壤

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研究进展，本文系统总结了不同类型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速率和在土壤中的平均驻

留时间，探讨了不同因素（生物质炭特性、土壤特性和外源不稳定有机质的添加等）对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

定性的影响，阐述了生物分解过程中生物质炭的性质变化及其与土壤微生物 ／有机质 ／矿物质的交互作用，简
述了生物质炭中内源矿物质和外源土壤矿物质对其矿化稳定性的影响机理．最后，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

出今后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　 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生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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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 刘洁等：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机制研究进展 １７５　　

生物质炭的定义是康奈尔大学的 Ｌｅｈｍａｎｎ 教授在其所著的《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一书中提出的，将生物质炭特指为生物质在缺氧或有限氧气供应条件下，在相对

较低温度下（＜７００ ℃）热解得到的富碳产物，而且以施入土壤进行土壤管理为主要用途，旨在改良土壤、
提升地力、实现碳封存［１］ ．２０１３ 年，国际生物质炭协会（ＩＢＩ）再次完善了生物质炭的概念和内涵，指出生

物质炭是生物质在缺氧条件下通过热化学转化得到的固态产物，它可以单独或者作为添加剂使用，能够

改良土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或避免特定的环境污染，以及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手段．这一概

念更侧重于在用途上区分生物质炭与其他炭化产物，进一步突出其在农业、环境领域中的作用．在中国，
陈温福院士在其提出的“秸秆炭化还田”理论中指出，生物质炭是来源于秸秆等植物源农林业生物质废

弃物，在缺氧或有限氧气供应和相对较低温度下（４５０—７００ ℃）热解得到的，以返还农田提升耕地质量、
实现碳封存为主要应用方向的富碳固体产物［２－４］ ．

生物质炭在碳封存和土壤改良方面的应用潜力主要取决于生物质炭的稳定性［５］，即生物质炭抵抗

长时间的各种分解过程的能力，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分解．生物质炭具有高度稳定性，通常被认为是一

种化学及生物“惰性”物质［６］，在土壤中的平均驻留时间可达几百年至几千年［７⁃１０］ ．这与生物质炭本身的

性质有关，比如炭化程度高、具有紧密堆积的芳环结构，这种化学稳定机制能有效固定碳素［１１］ ．另外，新
的稳定性学说认为生物质炭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等有机大分子物质容易与土壤中矿物形成有机⁃无机

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会降低生物质炭在土壤微生物存在下的降解，可提高生物质炭的稳定性，对生物质

炭的长期固碳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１２⁃１３］，即生物质炭的稳定有机碳由生物质炭本身的矿物以及土壤矿

物的稳定有机碳和生物质炭的芳香有机碳组成［１４］ ．生物质炭的稳定性包括非生物稳定性和生物稳定

性，有研究表明化学稳定性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５］ ．虽然非生物过程也能使生物质炭分解，但土壤微生物是

生物质炭分解的主要媒介，所以评估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更为重要．
因此，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研究，根据当前的研究现状，提出生

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知识空缺及未来发展趋势．

１　 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指的是生物质炭抵抗土壤中微生物分解的能力，这种抵抗分解的能

力既与生物质炭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土壤的特性有关．一般，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后，会以生物质炭

ＣＯ２释放量及释放速率作为判断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释放的 ＣＯ２基本被认为是生物

质炭的不稳定组分矿化所产生的．但 Ｚｈｕ 等［１６］发现，生物质炭中稳定的芳香碳结构能够被微生物分解．
也有研究发现测得的 ＣＯ２主要来源于稳定的多环芳香族化合物，而不是任何微小的不稳定成分，比如非

芳香碳和环数小于 ７ 的芳香碳［１７］ ．生物质炭有不同的组分（不稳定的组分和稳定的组分），它们的稳定

性不同，生物质炭的稳定部分含量是确定生物质炭生产条件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参数之一．然而，不稳定

部分也很重要，因为生物质炭的不稳定部分在土壤中有可能影响微生物活动，从而影响整个土壤的功

能．不稳定的部分，是微生物群落的主要能量来源，并能够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性［１８⁃１９］，具有相当大的研

究意义．因此，需要对生物质炭不稳定组分进行考察．例如，Ｂｒｕｕｎ 等［２０］ 研究麦秆生物质炭施入土壤中，
经过 １１５ ｄ 的培养，生物质炭中的碳有 １２％以 ＣＯ２的形式排放．平均有 ９０％的总生物质炭的碳损失发生

在实验的前 ２０ ｄ，这强调了在评估特定生物质炭的固碳潜力时需要了解生物质炭中的不稳定部分．对于

生物质炭中不稳定碳库与稳定碳库的量化，可采用双指数模型进行拟合，见式（１），该模型考虑到了生

物质炭降解的异质性［１１］ ．
Ｃ ｔ ＝ＣＬｅ

－ｋＬ ｔ＋ＣＲｅ
－ｋＲｔ （１）

式中，Ｃ ｔ为生物质炭累积碳矿化量，ｔ 为培养时间（ｄ），ＣＬ和 ＣＲ分别为生物质炭不稳定碳和稳定碳比例

（％），ｋＬ和 ｋＲ分别为生物质炭不稳定碳和稳定碳矿化率．ＣＬ＋ＣＲ ＝ １００％．
与热解原料的碳元素微生物矿化率值相比，其对应的生物质炭的碳矿化率值较低．例如，在 ６０ ｄ 的

培养中，原料（鸡粪、污泥、桉木锯末和滤饼）及其所对应的生物质炭的碳损失分别为 ２．４％—３２％和

０．８％—９．４％［２１］ ．核磁共振（ＮＭＲ）和近边 Ｘ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光谱（ＮＥＸＡＦＳ）对生物炭的表征结果证

明生物质炭的芳香结构和杂环芳香结构中碳和氮含量的增加，是导致生物质炭相比于其生物质原料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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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环　 　 境　 　 化　 　 学 ４０ 卷

和氮矿化率下降的原因［２２］ ．目前，很多文献报道了在实验室进行模拟研究阶段得出的生物质炭微生物

矿化稳定性的实验结果，也有部分文献叙述了生物质炭用于田间实验的稳定性效果．在 １９０８ 年，
Ｐｏｔｔｅｒ［２３］首次证实了生物质炭的微生物氧化，文献指出，在 ２０—４０ ℃的温度下，经过 ２０ ｄ 的培养，部分

木炭会流失．有研究评估了生物质炭矿化指标（ＣＯ２释放量），计算出非生物培养的生物质炭碳释放量为

微生物培养的 ５０％—９０％［２４］，证实了生物质炭的非生物稳定性更为重要．但是，Ｓａｎｔｏｓ 等［２５］ 的实验表明

像生物质炭这类的火成有机质在土壤中的矿化主要是生物介导的．目前，关于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微生

物矿化稳定性的研究大量涌现出来．一般，研究者们会采用同位素标记法对土壤中生物质炭的稳定性进

行研究，以便区分土壤中的碳元素和生物质炭中的碳元素，从而得出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分解率，为预

测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平均驻留时间和半衰期奠定基础．有很多学者致力于用１３Ｃ 和１４Ｃ 同位素标记法

进行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稳定性的研究工作见表 １．

表 １　 利用１３Ｃ 和１４Ｃ 同位素标记法的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 ｓｏｉｌ ｕｓｉｎｇ １３Ｃ ａｎｄ １４Ｃ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原料
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

热处理温度
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实验时间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分解率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平均驻留时间
Ｍｅ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 ａ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桉木 ４５０、５５０ １２０ ｄ∗ ０．４—１．１ — ［２６］

水稻秸秆 ２５０、３５０ １１２ ｄ∗ ２．１—２．８ — ［２７］

小麦秸秆、桉木 ４５０ ７４ ｄ∗ ０．２—０．３ — ［２８］

玉米、黑麦草 ３５０、８００ ６０ ｄ∗ ０．３—０．８ — ［２９］

小麦秸秆 ４００ １１５ ｄ∗ ３—１２ — ［２０］

芒草 ３５０、７００ ８７ ｄ∗ ０．１—０．８ — ［３０］

黑麦草 ４００ ８．５ ａ∗ ０．７×１０－３ ４０００ ［３１］

黑麦草 ４００ １１８１ ｄ∗ １．４×１０－３ ２０００ ［３２］

松木 ４５０ １５８ ｄ∗∗ ０．３—０．５ ４０ ［３３］

桉木和树叶、造纸厂污泥、
家禽垃圾，牛粪

４００、５５０ ５ ａ∗ ０．５—８．９ ９０—１６００ ［３４］

柳叶桉 ４５０、５５０ ２ ａ∗ ０．４—１０．６ ２５—４５１ ［３５］

松木 ３５０ ４８ ｄ∗ ３．２ ５６ ［３６］

番茄、蓝桉 ５５０ １２０ ｄ∗ ０．３—１．４ ２２—６７ ［５］

松木 ４５０ １８０ ｄ∗ ０．４ ３８９—６０５ ［２５］

　 　 注： ∗实验室培养实验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田间实验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生物质炭的分解极其缓慢，这也得到了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ＸＰＳ）和 Ｘ 射线近边

吸收光谱（ＸＡＮＥＳ）这两种表征方法证实，并推断出在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生物质炭的稳定性似乎保持

不变［３７］ ．不同实验时间得出来的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平均驻留时间有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加强纵向的

研究，得出并完善因实验时长引起的生物质炭分解率和平均驻留时间变化的科学规律．Ｍａｊｏｒ 等［３８］ 认为

７５％的生物质炭矿化损失发生在第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质炭中不稳定组分含量减少，生物质炭

矿化损失量也随之降低．但是，Ｓｉｎｇｈ 等［３４］定时监测不同原料制备的生物质炭在 ５ 年内的微生物矿化稳

定性，结果发现，生物质炭碳矿化率随时间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变化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较不

稳定成分分解成很不稳定的化合物后使得底物可用性增加，或者是微生物群落随着时间的延长向能够

使用较不稳定成分的物种转移．此外，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的矿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原因可能与土壤

溶解性有机质（ＤＯＭ）有关．因为，Ｘｕ 等［３９］ 发现 ＤＯＭ 在微生物降解的过程中随时间发生改变，其芳香

度、腐殖化系数和分子量在微生物降解过程中增加．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和 Ｏｕｙａｎｇ［４０］ 也发现 ＤＯＭ 会影响生物质

原料和火成有机质碳的矿化率．可见，对于生物质炭矿化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需

要加紧完善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机制研究．
目前来看，对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科学认识还很不完整．如果缺少关于土壤中生

物质炭或其他高温热解碳产物的初始储量或输入的信息，根据土壤中生物质炭的含量对生物质炭分解

的任何估计都可能是有争议的［４１⁃４２］ ．基于短期培养的实验结果进行推断可能很大程度低估了生物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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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中的平均驻留时间，因为这些研究主要监测的是生物质炭的不稳定碳组分的矿化［３４，４３］ ．虽然短期

研究不能提供生物质炭长期稳定性的直接信息且出现信息不够准确的问题，但仍然需要增加短期动力

学的知识来改进长期稳定性的模型［２２］ ．

２　 影响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影响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Ｃｈａｏ 等［４４］运用决策树模型量化了影响生物质炭分

解因素的相对贡献，发现生物质炭特性、培养条件和土壤特性分别占生物质炭分解速率变化的 ２８％、
４１％和 ３１％，其中培养时间是影响生物质炭分解速率的最主要因素，土壤特性和生物质炭特性对分解速

率有显著的影响．先从生物质炭本身说起，不同热解方法制备的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稳定性存在明显的

差异．通常，水热解生物质炭易于被生物降解，而干热解生物质炭较难降解［４５⁃４６］ ．例如，Ｂａｍｍｉｎｇｅｒ 等［４７］

通过对干热解和水热解玉米秸秆生物质炭进行 ５７ ｄ 的培养实验后，发现水热解生物质炭呼吸速率最

大，矿化率可达 １３％—１６％，并且１３Ｃ 技术表明水热解生物质炭促进了土壤有机碳的矿化．Ｌａｎｚａ 等［４８］ 进

行 ２ 年的田间实验，发现干热解生物质炭半衰期约为 ８０ ａ，而水热解生物质炭的半衰期在 ４９—６１ ａ 之

间．除了制备方法，热解温度对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也有着极强的影响．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４］发现生物

质炭在矿化过程中 ＣＯ２释放量随热解温度的升高而降低．Ｆａｎｇ 等［８］做了为期两年生物质炭的矿化实验，
发现 ４５０ ℃ 制备的生物质炭碳的矿化率（１． ２％—１．７％）显著高于 ５５０ ℃ 制备的生物质炭（０． ６％—
１．０％），说明高温制备出的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更高．多位学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１７，４９⁃５１］，这
可能是因为随着热解温度的增加生物质炭中稳定的稠环芳香结构增加，而不稳定的非芳香环结构在尺

寸和数量上减小［５２］ ．但是这种规律不适用于所有的生物质炭种类，比如 ３５０ ℃和 ６００ ℃制备出的橡木生

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在统计学上则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５３］ ．此外，生物质炭的制备原料也会影响

生物质炭的稳定性．Ｐｕａｋａｙａｓｔｈａ 等［５４］比较了玉米秸秆、狼尾草茎、水稻秸秆和小麦秸秆生物质炭样品的

理化和光谱特征与其在土壤中长期稳定性的关系，发现玉米秸秆生物质炭具有更强的结构表面官能团，
包括芳香 Ｃ 􀪅􀪅Ｃ 的拉伸作用，使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在土壤中具有更大的长期碳封存潜力．研究

发现以木本植物（苹果树树枝和橡树残体）为原料的生物质炭比以农作物残渣为原料（水稻壳）的生物

质炭具有更多的稳定碳组分［５５］ ．Ｃｈｏｕｄｈａｒｙ 等［５６］比较了 ３５０ ℃热解制备的甘蔗滤饼、农家肥和稻壳生物

质炭的稳定性评价指数 Ｒ５０，发现 ３ 种生物质炭 Ｒ５０值在 ０．５ 至 ０．７ 之间，其中，甘蔗滤饼生物质炭 Ｒ５０值

为 ０．６４，并显示出最高的碳封存潜力（４３．６８％）．生物质炭中稳定芳香环结构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它对生物质炭在环境中的归趋和反应活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原料类型、热解温度是控制生物质炭芳

香性的主要的因素［５２］ ．同时，生物质炭的粒径大小会对其微生物矿化稳定性产生影响．例如，Ｓｉｇｕａ 等［５７］

研究不同粒径大小的生物质炭在土壤的矿化，结果表明粉尘大小的生物质炭释放的 ＣＯ２为２８１ ｍｇ·ｋｇ－１，
明显高于大颗粒的生物质炭（２２６ ｍｇ·ｋｇ－１）．除此之外，矿物质也会对对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有

一定的影响，Ｌｉ 等［５８］将高岭土、方解石、磷酸二氢钙等 ３ 种矿物以 ２０％的比例添加到稻草原料中，热解

制备出 ３ 种矿物质改性生物质炭，发现在好氧培养条件下，３ 种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率降低了

２２．２％—８８．７％，在厌氧培养条件下降低了 ５％—６１％．Ｚｈａｏ 等［５９］ 将含磷矿物重过磷酸钙与小麦秸秆以

（０．４—０．８）∶１ 的比例混合热解制备出了改性生物质炭并评估其微生物矿化稳定性，发现与未改性生物

质炭相比，改性生物质炭 ６０ ｄ 培养总 ＣＯ２排放量降低 ６７．８％．关于生物质炭内源矿物对其微生物矿化稳

定性的研究以及外源矿物添加制备的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评估都较少，需要对此进行研究．
另外，培养温度、水分条件、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也会对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有一定的影

响．例如，Ｎｇｕｙｅｎ 等［６０］发现培养温度从 ４ ℃升高到 ６０ ℃，生物质炭碳损失可增加约 １０％．Ｆａｎｇ 等［３５］ 研

究分别在 ２０、４０、６０ ℃下桉木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矿化率，发现生物质炭的矿化速率随培育温度的升高

而升高，生物质炭的平均驻留时间随培养温度的升高而缩短．Ｎｇｕｙｅｎ 和 Ｌｅｈｍａｎｎ［５３］研究饱和、不饱和以

及交替饱和不饱和等 ３ 种水分条件下，玉米残体生物质炭和橡木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发现在不饱和

条件下，在第一年玉米残体生物质炭的碳损失为 １６％，矿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水分条件下，而橡木生物

质炭在交替饱和不饱和条件下矿化最快（１２％），并且矿化率与水分条件无关．此外，有研究发现生物质



hjh
x.r

cee
s.a

c.c
n

１７８　　 环　 　 境　 　 化　 　 学 ４０ 卷

炭在黏质土壤中的矿化率低于砂质土壤［３５，６１］ ．Ｗｏｏ 等［６２］ 研究了不同有机质类型（玉米秸秆、纤维素、葡
萄糖、木质素和精氨酸）及其对应的火成有机质在不同类型矿物中（石英、刚玉、针铁矿、高岭石、高岭石

与针铁矿混合）的矿化情况．结果表明，炭化处理对生物质矿化作用的影响（４．７％—９５％）大于矿物差异

（３．７％—７０％），并且火成有机质原料类型对矿化的影响程度强于矿物类型．有研究发现低温（２００ ℃）制
备的松果生物质炭在沉积土壤中的停留时间比侵蚀性土壤短［５０］ ．Ｗｕ 等［６３］发现水稻秸秆生物质炭在水

稻土中的累积矿化量随着土壤总有机碳含量的增加而增大，平均滞留时间从随着土壤总有机碳含量的

增加而减少．
不稳定有机质的加入会影响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Ｇｉｂｓｏｎ 等［６４］ 的研究发现蔗糖和腐殖酸

分别引起火成有机质矿化的正激发和负激发．有证据表明不稳定有机质加入所引起的生物质炭矿化量

的改变是多种激发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每种机制的重要性取决于生物质原料和不稳定有机质的类

型［４０］ ．植物以及其根系的存在也会影响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Ｆａｎｇ 等［８］ 发现随着甘蔗残渣投入

量的增加，桉木生物质炭碳的矿化作用增强．Ｌｕｏ 等［３０］为确定黑麦草的添加对两种温度的芒草生物质炭

矿化的影响，运用１３Ｃ 稳定同位素技术进行实验，黑麦草的添加分别使 ３５０ ℃下制备的生物质炭矿化率

提高了 ３３％和 ４０％，７００ ℃下制备的生物质炭矿化率提高了 １３７％和 ７０％．而 Ｚａｖａｌｌｏｎｉ 等［６５］使用灌木林

地树木制备的生物质炭，发现其在土壤中微生物矿化的培养实验中添加小麦秸秆，小麦秸秆对生物质炭

碳的分解没有激发效应．另外，还有研究表明水稻秸秆生物质炭与玉米作物凋落物混合可使生物质炭矿

化率降低 １４％，凋落物对生物质炭存在负激发效应［６６］ ．Ｖｅｎｔｕｒａ 等［６７］ 利用１３Ｃ 稳定同位素技术评估生物

质炭在野外条件下的稳定性，以及植物根系对生物质炭稳定性的影响，发现排除根系生长后，分别在砂

壤土和粉砂壤土中添加生物质炭 ２４５ ｄ 和 １６４ ｄ 后，只有 ７％和 ３％的生物质炭被分解，但是在有根的情

况下，这一比例分别增加到 ９％和 ８％，说明根系对生物质炭分解产生正激发效应．Ｖｅｎｔｕｒａ 等［６８］ 接着又

在意大利北部一个短轮作矮林中进行田间试验，对生物质炭与植物根系的相互作用进行了为期 ３ ａ 的

研究，采用双指数模型评估生物质炭平均驻留时间，结果发现生物质炭难降解组分（９６％）的平均驻留时

间为 ２４．３ ａ，在有植物根的情况下，平均驻留时间下降到 １２．６ ａ，证实了先前观察到的根系对生物质炭分

解的促进作用．Ｗｕ 等［６９］研究发现水稻植株对生物质炭的体积特性和分解速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水稻植

株强化了生物质炭颗粒的表面氧化，并得出根系分泌物和生物质炭颗粒进入水稻植株可能会降低水稻

土中生物质炭的稳定性．但是植物源不稳定碳还可以吸附到生物质炭上，增强氧化生物质炭表面的生物

质炭－矿物络合反应，从而稳定生物质炭并提高土壤中的有机碳［３４］ ．可见，生物质炭被施入田间后，其微

生物矿化稳定性会与单纯在实验室培养下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目前针对模拟田间有植物存在情况

下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及其机制研究仍然不足．

３　 生物质炭的生物分解及与土壤的相互作用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ｉｌ）
土壤中微生物对生物质炭的生物分解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快速分解阶段和慢速分解阶段．生物质炭

的不稳定或挥发组分在短时间内迅速分解，然后是芳香环结构的缓慢降解．生物质炭的生物分解非常复

杂，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生物质炭矿化短期实验室培养中，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通常会产生正激发

效应，即生物质炭添加后会使得土壤有机碳的矿化率增加［５，３１，３５，４２，７０］ ．添加生物质炭后土壤中 ＣＯ２释放

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以下几个过程引起的：（１）某些生物质炭成分的生物消耗；（２）生物质炭中碳（碳酸盐

或化学吸附的 ＣＯ２）的非生物释放；（３）生物质炭本身含有的有机物质增强了土壤微生物活性［７１⁃７２］ ．但
是，生物质炭对土壤团聚体形成的促进作用及其对土壤有机质的吸附作用，使得生物质炭可能会对土壤

有机质的矿化产生负激发效应［７３⁃７４］ ．
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生物分解属于生物质炭老化的一部分，其主要是微生物主导的．生物质炭在生

物分解的过程中，性质发生着变化．例如，Ｔａｎ 等［７５］对苹果树枝生物质炭进行了 ５ 年的田间实验，发现生

物质炭的比表面积较新鲜生物质炭增加了 ２３．９１％， Ｄｏｎｇ 等［７６］发现经过 ５ 年田间老化的谷壳和棉籽壳

混合制备出的生物质炭的比表面积增加了 ９８％—１１４．３％，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的结果表明生

物质炭在老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小孔隙，老化的生物质炭比新鲜的生物质炭表面更光滑，说明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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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被淋滤或矿物被溶解． ｄｅ ｌａ Ｒｏｓａ 等［７７］在田间条件下进行实验，对老化的生物质炭进行 ＳＥＭ 测试，
显示生物质炭具有塌陷的结构，并且含有陷在其中的土壤物质和微生物物质．另外，老化后生物质炭表

面含氧官能团的数量和氧含量相对于新鲜生物质炭有所增加，影响了生物质炭的吸附能力［７６］ ．ＮＭＲ 分

析表明，老化后生物质炭中芳烃含量降低，而烷基的含量有所增加，基于老化后生物质炭组成结构的变

化，ｄｅ ｌａ Ｒｏｓａ 等［７７］ 认为，生物质炭的老化可能会增加生物质炭、土壤有机质、土壤矿物质、养分和污染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Ｓｉｎｇｈ 等［７８］ 的 ＸＰＳ 数据表明，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生物质炭样品中羧基的比例增

加，生物质炭表面大量羧基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多于两年）．Ｒｅｃｈｂｅｒｇｅｒ 等［７９］ 的实验发现，生物质炭

表面粗糙度随分解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含氢、含氧官能团，特别是羧基的红外谱带总体增加，在酸性更强

的土壤中，这些老化过程被加速．ＮＭＲ 分析体现了生物质炭微生物分解过程中的碳结构变化，随着烷基

氧 ／烷基碳的减少，羧基 ／羰基碳含量增加［３６］ ．而核磁共振（ＮＭＲ）、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和裂解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Ｐｙ⁃ＧＣ ／ ＭＳ）显示老化的生物质炭和新鲜的生物质炭在化学结构上没有发现差

异［７６］ ．同时，老化还可以增加生物质炭碳骨架密度，降低了生物质炭孔隙因堵塞产生的碎片的水自吸

率，然而，生物质炭孔隙度和储存的水的体积保持不变［８０］ ．随着老化时间的增加，生物质炭表面变得更

加亲水，从而与土壤溶液有更多的相互作用［５４］，使土壤溶解性有机碳的浸出增加［３８］ ．老化生物质炭亲水

的原因可能是在水分存在条件下，疏水性的脂肪族官能团从生物质炭表面剥落，最终增加了生物质炭对

水的亲和力［８１］，另一方面，老化使得生物质炭表面极性官能团（例如羧基）增加，亲水性增强．Ｈｅｉｔｋöｔｔｅｒ
和 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８２］对松芯片和玉米渣制备的生物质炭在实验室培养 １００ ｄ，结果表明玉米渣生物质炭的阳

离子交换能力在培养过程中有显著提高，而松芯片生物质炭的阳离子交换能力仅有轻微提高．生物质炭

老化产生的羧基会增加生物质炭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因为羧基会在土壤中与阳离子形成羧酸盐，同时释

放出氢离子［８３］ ．
生物质炭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质炭具有丰富的多孔结构，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

地，并且微生物反过来也会影响生物质炭的稳定性［７１，８４］ ．高温下（８００ ℃）制备的生物质炭施用在土壤中

后，会使土壤⁃生物质炭混合物的真菌和细菌群落组成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与生物质炭的 ｐＨ 值和

Ｏ ／ Ｃ 有相关性（Ｐ＜０．００５），进而说明这些变化与热解温度有关［８５］ ．Ｄａｉ 等［８６］发现与 ７００ ℃制备的生物质

炭相比，３００ ℃制备的生物质炭添加到土壤中，测得土壤具有更高的微生物活性和更多有差异的菌群．不
同热解温度的生物质炭引起土壤的细菌群落组成有很大的差异，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测序显示，放线菌是生

物质炭添加到土壤后土壤的优势菌群，而与生物质炭的热解温度和土壤类型无关．Ｚｈａｎｇ 等［８７］通过对 ４９
项已发表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添加生物质炭显著提高了土壤真菌与细菌的比例、革兰氏阳性菌与

革兰氏阴性菌的比例、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另外，有研究表明生物质炭可以通过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

等间接方式来影响微生物群落的结构［８８］ ．但是，Ｌａｎｚａ 等［８９］ 发现，土壤中添加干热解和水热解玉米秸秆

生物质炭均能使微生物类群数量减少，对微生物群落结构没有明显的改变．因此，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

物群落的具体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生物质炭分解还会影响土壤团聚体以及与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矿物结合［９０］ ．Ｐｉｔｕｅｌｌｏ 等［９１］ 进行

了为期 ２ 年在砂质壤土和黏土中添加作物残体和生物质炭并评价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动力学的研究，结
果发现，在砂质壤土中，添加生物质炭增加的土壤比表面积促进了土壤有机碳的团聚；在黏土土壤中，较
大的生物质炭添加量导致黏土团聚体孔隙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更多的微孔隙（５—３０ μｍ）和超微孔隙

（０．１—５ μｍ），说明生物质炭促进了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这种促进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可能是由于生

物质炭的负电荷特性［９２］ ．与鸡粪生物质炭相比，玉米秸秆生物质炭，特别是低温（３５０ ℃）制备的玉米秸

秆生物质炭更适合于提高土壤的团聚性和结构稳定性［９３］ ．
Ｋｕｍａｒ 等［９２］进行 １８０ ｄ 的盆栽实验后将谷皮和牛粪生物质炭取出，利用能谱分析（ＳＥＭ⁃ＥＤＸ）结合

电子探针（ＥＰＭＡ）技术观测到生物质炭表面和孔隙中已形成有机⁃无机微团聚体．Ｎｇｕｙｅｎ 等［９４］运用 ＸＰＳ
技术在生物质炭输入土壤几年后表面发现铝、硅、多糖和少量铁的存在．Ｓｏｒｒｅｎｔｉ 等［８０］也发现生物质炭在

土壤中分解后，老化颗粒表面（０．５ ｎｍ）Ｏ、Ｓｉ、Ｎ、Ｎａ、Ａｌ、Ｃａ、Ｍｎ、Ｆｅ 元素含量增加，Ｃ、Ｋ 元素含量降低，证
实了生物质炭与土壤无机、有机相的相互作用．Ｅｌ⁃Ｎａｇｇａｒ 等［９５］利用 ＳＥＭ⁃ＥＤＸ 发现土壤与生物质炭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能是由表面含氧官能团（Ｏ—Ｃ 􀪅􀪅Ｏ，Ｃ 􀪅􀪅Ｏ，Ｃ—Ｏ）引起的．有研究表明接近 ３０％的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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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被物理包裹在颗粒态有机质中，生物质炭可能作为一种结合剂在受保护的土壤有机质分解过程中被

选择性富集［７３］ ．老化生物质炭会保护土壤有机质，但不如新鲜生物质炭有效［９６］ ．还有研究结果表明，生
物质炭可以通过增加大团聚体中碳的含量来增强土壤中有机质的物理保护作用，从而为土壤团聚体和

碳汇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９７］ ．施用生物质炭的土壤经田间老化处理后，生物质炭颗粒的 ＳＥＭ 图

像显示生物质炭中有微生物的定植和较多的有机质层．可见，微生物的产生和土壤有机质的吸收都可能

是促进生物质炭分解的过程［９８］ ．Ｖａｓｉｌｙｅｖａ 等［９９］ 对经过 ５５ ａ 修耕管理的休耕地和草地的火成有机质进

行分析后，发现火成有机质含量没有减少，化学结构也没有变化，并指出火成有机质－矿物相互作用是

重要的稳定过程．有研究结果表明，生物质炭和矿物质在较短时间就能够发生相互作用［１００⁃１０２］ ．Ｂｒｏｄｏｗｓｋｉ
等［１２］通过 ＳＥＭ⁃ＥＤＸ 发现生物质炭结构边缘的氧化官能团容易与矿物发生相互作用并观察到吸附在矿

物相上的各种生物质炭的形态．Ｙａｎｇ 等［１０３］将生物质炭与矿物质高岭石混合培养 ３ 个月，利用 Ｘ 射线衍

射（ＸＲＤ）、ＳＥＭ⁃ＥＤＸ 和 ＸＰＳ 发现生物质炭表面与矿物质结合形成新物质，生物质炭内部孔隙和通道被

细小的矿物颗粒堵塞，生物质炭与矿物界面形成有机金属配合物．Ｈｉｌｓｃｈｅｒ 和 Ｋｎｉｃｋｅｒ［１０４］ 利用１３Ｃ 和１５Ｎ
富集的 ３５０ ℃烧焦的黑麦草火成有机质进行为期 ２８ 个月的微宇宙实验，发现较多的火成有机质与土壤

颗粒态有机质结合，并且火成有机质与矿物相能够快速结合．一般来说，老化生物质炭的表面特征及其

与土壤成分的相互作用会随着土壤类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１０５⁃１０６］ ．以上所叙述了生物质炭生物分解过程

中发生的变化、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生物质炭与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结合，目前需要将这

些影响与生物质炭的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且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缺口．
土壤中矿物处于不断风化中，矿物的分解会产生纳米颗粒，纳米颗粒与有机质结合后有助于稳定

碳，纳米颗粒也可以附着在微生物的细胞壁上，从而保护微生物［１０７］ ．由于在 ６００ ℃以下生产的生物质炭

是在土壤中缓慢降解的非均相矿物和有机相组成的半导体，因此它们可能具有许多与合成纳米颗粒类

似的特性［１０７］ ．生物质炭可以作为电极材料，进行微生物电合成过程，即微生物利用电能将 ＣＯ２还原为有

机物［１０８］，从而实现固碳．同时，无论是生物质炭的内源矿物质还是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均具有半导体

特性，并且有独特的光化学性质，它们会受到可见光光照的影响产生电子使微生物生长或产电［１０９］，因
此矿物质会促进微生物电合成过程．生物质炭颗粒在土壤中放置 ４ 个月后，在其表面检测到生物膜，生
物膜优先在矿物相上形成，如果要了解生物质炭中矿物相与生物质炭表面和孔隙中特定微生物的丰度

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１０７］ ．ｄｅ ｌａ Ｒｏｓａ 等［１１０］首次证实，真菌尖孢镰刀菌不仅定居在火

成有机质的孔隙，而且还参与了其芳香结构的分解．火成有机质不仅能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
而且还会受到微生物的攻击和分解，并发现在火成有机质中检测到的生物膜在其分解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１１０］ ．此外，生物质炭在老化过程中，自由基浓度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论证还比较缺乏，有待

于研究．

４　 展望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１）需要对生物质炭在土壤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评价指标的变化原因进行研究．目前，大部分研究

只是量化了评价指标（矿化率等），并没有对不同数据变化的原因进行研究，特别是 ＣＯ２的释放来源于生

物质炭的哪些组分，矿化率变化趋势的具体原因，因此需要探索这些变化背后的机制．另外，需要系统地

进行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短、中、长期实验，针对不同时间的实验，填补生物质炭不同时段矿化

规律及机制的研究．
（２）加强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田间实验研究．施入土壤的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必

然会受到土壤中植物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土壤⁃植物系统对生物质炭的微生物激发机制．
（３）开展生物质炭的生物分解机制的研究．明确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反之，研究

微生物对生物质炭的老化有什么影响，并探讨这些间接影响与生物质炭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关系；探究

生物质炭老化后表面产生的生物膜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深入研究生物质炭在生物分解过程中物

理化学性质的变化机制．
（４）定量研究生物质炭内源矿物质和土壤矿物质对生物质炭的物理化学保护作用，并且还尚不清

楚生物质炭的哪些性质可能通过物理和物理化学保护等机制影响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微生物矿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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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５）继续加强矿物如何影响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稳定性的研究，特别是矿物可以作为半导体介

导的电能微生物固碳光电驱动机制来揭示生物质炭的微生物矿化，为理解添加生物质炭后稻田微生物

固碳机理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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